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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危机下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自觉①

———徐特立教育思想中的传统因素研究

张洪萍
（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教科院，湖南 长沙４１０１０５）

摘　要：在近代国家、民族危机的紧张形势下，出于对富国强兵的迫切期待，知识分子对西方实用之学孜孜以求。由
于大多数知识精英成长于传统文化背景，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有着认同和坚守。这种认同和坚守，在近代学人的思想和

行为中时有体现，成为近代文化和教育推陈出新的动力之一。徐特立敏于西学，却又在教学过程中对传统教育内容主动

吸收，对旧有教育经验和方法自觉借鉴，建构起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，正是民族危机下文化选择与文化自觉的典型

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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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以来，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攻击下，中国利权不断受损。在国家、民族危亡的紧张形势下，能

速图富强的西方实用之学①
①

对国人具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。与此同时，大多数知识精英成长于传统文

化背景下，对中国文化有着天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。这种外在民族危机下不得已而选择西学与内在的

对中国文化的自觉认同的矛盾，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体现得极为明显。本文以徐特立为中心，探讨近

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下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自觉的心理和行为，及其对文化发展和教育进步的影响。

１　民族危机下的文化选择
近代民族危机，始于鸦片战争，庚子国变后达到高潮。庚子以后，民族情绪高涨，从枢府权臣到草野

学子，都意识到时事危急：“国威既损，国权既失，国维既破，国本既危，风雨飘摇，朝不保夕，休养生息动

需岁年，彼鹰膦虎视者，能假我以从容布置之余裕乎。”［１］这种民族危机，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教育在中西

争锋中败守所导致。加上日本在学习西方后取得巨大成功，让国人看到了“物竞天择”时期西方实用之

学的魅力，故此，西学变为救亡图存的希望，成为清末乃至民国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。

这种共识使得社会的选举制度也逐渐发生偏离：“国家取士以通洋务、西学者为超特之科，而孔孟

之学不闻郑重焉。凡有通洋务、晓西学之人，即破格擢用，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，而向洋学。”［２］１０２社会共

识及选举制度的偏离，对于西学在近代社会的攻城掠地提供了良好契机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

救国者，以西学为救亡之必要手段，自是不遗余力的提倡和追求；而以身入仕途光宗耀祖为私人目的的

部分投机者，也因为通晓西学就能“破格擢用”，对西学也是孜孜以求。

这种外力和利益驱使下对西方文化的追求，实际是在民族危机下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。虽然到了

民国时期，对西学的认识逐渐变得理性，但列强的威胁一直存在，富国强兵的主流思想一直没变，故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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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学一直是国人救国的首选。

在中西文化较量中，在西学逐渐取得优势地位的同时，也有部分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知识精英开始

从西学的狂热中逐渐清醒，思考中国民族文化的坚守和发展。

２　文化自觉意识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坚守
国内最早论及文化自觉的是费孝通先生。费先生认为：“２０世纪的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

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，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，归根结底只是这样

一个问题，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，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？还是必须

向西方文化认同？”［３］

在西方技术文化的强大攻势下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部分留学西洋或新式学堂出身的知识分

子，他们接受了较多西方文化的熏陶，对西方文化没有太多的抵牾，反倒是对传统文化暂时丧失了信心，

认为“中国学问既不能致中国于富强，也不能救中国于危亡，故通通可说是‘无用’，皆应暂时‘束之高

阁’”［４］２２。但是，对于绝大多数社会精英而言，“他们是受中国文化培养成长的，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

化的根底。由于他们基本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，因而对中国文化的长处有亲切的体

验，甚至有归属感。所以他们的基本立场是‘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’”［３］。

成长于传统文化背景的知识精英，在民族危机下主张革新和开拓，不得不吸收外来学说，以真正实

现民族的强大；却又因为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有着由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，在求新的同时不能完全舍

旧，甚至需要立足于旧有文化，才能更好地吸纳西方文化。而对西学的理解和吸收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

造着传统文化并实现推陈出新。正是在中西文化的交锋和冲突、吸纳和坚守中，近代知识分子对自身文

化日益“自知”，对自身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也认识得更加透彻，逐渐跳出以往中西文化竞争中偏听

偏信之窘境。

徐特立作为近代精英知识分子之一，既当过私塾学生，又做过蒙馆教师，在他２８年的乡村生活中，
主要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熏陶。可以说，早期的传统文化经验铸造了徐特立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，成为

其阅人处世和继续学习的基础。徐特立在读古书的过程中，“不自觉地就引入到近代科学了”［５］３４１，知

识结构逐渐由传统经典向现代科学转变，思想和视野也逐渐摆脱乡村知识分子的局限。立足于传统经

典并大量学习西方文化、逐渐成长为精英知识分子后，徐特立对传统文化并没有弃之如敝履，反倒是在

潜意识中有着一种信赖和坚守，这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处处有体现。

３　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：徐特立教育思想中的传统因素考察
徐特立从乡村来到城市后，基于改造社会的理想，西方文化一直是其学习的主流。但作为一位浸淫

传统文化２０多年的知识分子，徐特立对传统文化有着一份认同和坚守：“对于中国古代文化，同样，既
不是一概排斥，也不是盲目服从，而是批判地接受它，以利推进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”［６］３１１。不仅传统

文化是发展新文化的根基，同样，传统教育也是中国新教育的基础：“我们的一套教育，不是凭空创造

的，是接收遗产而来的，因人类的历史在发展，每个时期有不同的教育，我们的新东西是有历史根源

的。”［６］２９惟其如此，在徐特立的教育思想中，传统因素随处可感。

３．１　对传统教学内容的吸收
徐特立走出乡村后，面对民族危机，他对西学孜孜以求，但幼年时期就接受传统教育，传统文化已经

成为其文化结构中的固化存在，也是其思想输出的重要来源。所以，徐特立在建构其教学内容时，传统

文化总是自觉的体现其中。

徐特立在长期的小学教学实践中，常常苦恼于教授的不得法。他广阅中西近代教育理论，希望从中

寻找解决路径，却发现“日人丰田所著之《缀方教授》，武岛所著之《修辞学》，其精粹处悉出于梁刘勰之

《文心雕龙》及宋陈
!

之《文则》，悉择焉不精，语焉不详，我国学子译而读之，不得要领，牵强附会，全失

本意”［７］５。既然外人之教育精义源于我国古籍，徐特立转而从我国传统文化中进行追寻，“要创造新

的，必须整理旧的”［６］１１１，于是在湖南第一师范讲授教授法时，徐特立“爰就我国古籍，于教育有关者，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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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諸记，并参考东籍，成教授法一书”［７］６。

徐特立的《小学教授法》一书，包含修身、国语、算术、体操、历史、地理、理科、国画、裁缝、唱歌、手工

等各科。修身、国语、历史各科，自是以中国古籍和传统文化为重要来源，即便算术、体操等其他科目，所

用例子也往往和传统儒学有关。毕竟，幼时经验印象最深，加上其对传统文化的内心认同，故其进行知

识和思想输出时，传统文化中的嘉言懿行和名人案例就会自然地呈现在脑海中，信手拈来。

３．２　教学经验和方法的自觉借鉴
在徐特立的教育生涯中，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对其影响甚大。但传统教育方法和经验，并没有从徐特

立的教育活动中剥离，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体现在其教育思想和实践中。也可以说，每当在教育教学中

遇到困难时，徐特立就会从传统教育中借鉴经验。

民国时期，教育经费奇缺。一心改造社会力图救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精英，往往因经费难筹，兴学

无由而灰心沮丧，尤其是当他们和欧洲国家充裕的教育经费进行比较时，挫败感和无力感更是强烈。对

于办学中的经费困境，徐特立借鉴传统私塾的办学经验，并不以之为难事：“若是有人说是无钱，我觉得

办小学不能说此话。因为不要到外埠去请教员，只要本地人当教员。若是请本地人又何得无钱？他的

父母家室，都在本地，真正没有钱的时候，将他一家五口或七口八口人，在一千多人里轮流吃饭，教员能

够过活，他也愿意服务了。”［７］６９此法未必适合于知识分子流动日益常态化的近代社会，但却能看出徐特

立内心深处对传统经验的认同。

在教育管理中，徐特立不太愿意以冷冰冰的规章制度对学生进行生硬的约束，而是借鉴传统诗教的方

法，对学生进行温柔劝诫。他认为：“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的方法，更不应该有粗暴的态度。中国古代温

柔敦厚的诗教，今天的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。”［８］４４长沙师范的学生毕业时，徐特立就以一首《毕业歌》鼓励

他们投身教育，尤其是乡村教育。在稻田师范时，有女生半夜不睡觉给爱人织毛衣，徐特立没有直言厉色

教训她们，而是写了两首打油诗：“昨夜已经三更天，厕所偷光把衣编。爱人要紧我同意，不爱自己我着

急”；“东奔西跑到西边，不仅打衣还聊天。莫说交谈声细细，夜深亦复扰人眠。”［８］５０由打油诗可以看出，对

于违纪学生，既有对她们违纪扰人睡眠的批评，也有对她们的拳拳爱护之意。这种寓教于劝喻的方法，很

受学生欢迎，学生不仅“每天都到黑板前面去看他老在打油诗中又指出我们哪些缺点，以便遵照他老的教

育来改正”，而且也学了徐特立的方法，用于自己的教育工作，“收了很大的效果”［８］５０。

事实上，在徐特立的教育智慧中，处处都有传统教育方法和经验的影子。指导学生时，徐特立用

《幼学》中“学足三余”的例子，鼓励学生抓紧得闲多余的时间读书；鼓励青年时，以“必先苦其心志劳其

筋骨”对其精神和志向进行熏陶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

近代学人在遭遇民族危机时，多数都有速图富强的功利思想。这种功利思想，使得他们在一段时间

里，对传统文化缺乏自信，而对西学孜孜以求。２０世纪以来，在学习研究西学的过程中，知识分子逐渐
理性，开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反省中国传统文化，并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拾信心，以之为文化发展和创

新的基础和根源。虽然，这种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和自觉意识，近代学人没有像追求西学那样大肆鼓

吹，但在他们的论著和思想中却若隐若现，光芒阵阵。徐特立敏于西学，却又在教学过程中对传统教育

内容主动吸收、对旧有教育经验和方法自觉借鉴，正是近代学人在民族危机下所进行的文化选择和文化

自觉的典型表现，进而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和教育推陈出新的动力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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